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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接受者的身份認同
———朝鮮王朝文廟從祀的形成過程①
盧鳴東
　 　 【摘　 要】東漢永平十五年（７２），明帝親臨曲阜祭孔，配以孔
子七十二弟子從祀，開始了中國的文廟從祀制度，而鄰近的朝鮮
半島自高麗王朝顯宗十一年（１０２０）奉入新羅儒生崔致遠從祀文
廟，自此建立了中、韓賢儒並列從祀文廟的傳統。直至朝鮮高宗
二十年（１８８３），從祀文廟的朝鮮賢儒共十八人，統稱“東國十八
賢”。繼往開來，朝鮮王朝在遵照高麗王朝奉行中國文廟從祀制
度的同時，就朝鮮先儒從祀文廟的標準，朝野上下俱經歷了長時
間的議論，始由“文化傳播者功績”的考量，轉向以“東國傳道系
譜”的確立，認同朝鮮賢儒的傳道者身份，作爲他們入廟從祀的準
則。這個轉變反映了朝鮮儒者從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視角，漸次意
識到他們也是文廟從祀的參與者，至在承襲和模仿中國道學的過
程中，逐漸形成“東國道學”的意識，拓展出韓國本土儒學的根本
意義，宣祖朝《國朝儒先録》的問世正是這種意識具體展現的實踐
結果。
【關鍵詞】文廟從祀 　 文化傳播 　 身份認同 　 東國道學 　
《國朝儒先録》
① 本論文爲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編號“ＨＫＢＵ２４５９１３”，謹此
致謝。
一、引　 　 言
文化傳播是文化元素隨時間和空間的變换，所産生的一種文化擴散和
遷移的傳遞現象，這種現象發生在跨地域的傳播上，涉及民族之間在共享
文化資源中對原有文化的多元闡釋和就各種文化元素本身的重新創造。
從文化傳播到認識文化，到後來接受、整理和重組文化的各項組成元素，到
認同自身在文化活動中的存在，成爲其中的參與者，一環扣一環的文化接
受流程，由文化接受者展開，他們一方面維持自身民族文化的獨特傳統，並
在文化接受的過程中，尋求自身民族在文化傳承中的存在屬性和身份特
質，追求完善自身文化可再拓展的空間。
李氏朝鮮立國初期，文廟制度主要模仿中國廟制規模，除了京城設置
文廟外，規定全國各道州、府、郡、縣在所屬鄉校内興建文廟，而當時廟中奉
祀人物的位置和數目與前朝高麗不完全相同。概括來説，朝鮮王朝對文廟
的重視程度有增無減，在文廟數目和從祀人物兩方面，皆大大超越前朝各
代，若單從這兩方面考量，朝鮮儒者接受儒家文廟文化的程度顯然有所提
高，但在整個文化接受的過程中，他們是否已由文廟制度上的文化移植，進
而認同自身在此文化活動中的存在，兼且達到包容朝鮮本土民族性的文化
内涵，而深入至朝鮮全國並成爲民族文化的精神核心呢？這個課題便需要
從文化參與的角度來説明。
有關朝鮮王朝文廟從祀的問題，韓國境内外學者已有一些相關研究。
韓國境外學者主要探討朝鮮半島文廟發展的歷史背景、高麗和朝鮮兩朝文
廟的奉祀人物及釋奠祭祀制度，例如孔祥林《朝鮮的孔子廟———儒家思想
深遠影響的象徵》、沈晹《李氏朝鮮時期都城文廟祭孔考》和金禹彤《朝鮮高
麗朝祀孔制研究》①。比較來説，韓國境内學者較多注意朝鮮王朝文廟從祀
的問題，而文廟從祀的標準是一個重要討論焦點。例如池斗焕在《朝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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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祥林《朝鮮的孔子廟———儒家思想深遠影響的象徵》，《孔子研究》第一期（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０８—
１１５ 頁。沈晹《李氏朝鮮時期都城文廟祭孔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三期（２００８ 年），第 ７９—９８
頁。金禹彤《朝鮮高麗朝祀孔制研究》，《東方論壇》第五期（２０１３ 年），第 ７２—７６、８８ 頁。
期文廟從祀論議———鄭夢周·權近 》①中，以朝鮮朝初年鄭
夢周、權近作爲討論中心，分析世宗朝到中宗朝期間，朝鮮君臣根據“功績
論”和“節義論”議論文廟從祀的標準。據此立論，禹景燮提出已入廟從祀
者會因爲不符合標準，而受到當時儒者批判，例如宋時烈指出許衡身爲漢
人而出仕元朝，因此向孝宗建議黜享其文廟從祀之位②。本文認爲朝鮮歷
代君臣經過長時間的議論，無疑是爲了確立朝鮮賢儒入廟從祀的標準，判
斷從祀人物的具體人選，但我們若整合並分析君臣之間的議論内容，其動
機和意義却不僅限於此。
事實上，朝鮮君臣在議論和爭辯文廟從祀的問題上，既以文化接受者
的身份來認識、理解和履行儒家文廟制度，但與此同時，他們已逐漸轉向文
化參與者的身份，探索朝鮮本土的道學正統，藉此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
韓國學者李羲權在《東方五賢 文廟從祀小考》③中曾探索韓國學統系譜與
文廟從祀的關係； 在《中宗代文廟從祀論議 朝鮮道統 形成》④
中指出朝鮮中宗朝君臣在討論鄭夢周和金宏弼入廟從祀的問題時，也曾評
議朝鮮道統。韓國文廟從祀與道統形成二者關係密切，這方面毋庸置疑，
但在中、韓文化傳播的關係上，韓國學統系譜的形成已不只是爲了判斷文
廟從祀的人選，更重要的是，此反映了朝鮮儒學本土化的形成過程，印證朝
鮮儒者經歷主體性的身份認同，確認自身在儒家文化中的存在和所扮演的
角色，使其身份從儒學文化接受者轉向文化參與者，在完善其本土文化的
同時，創造出中國儒家文化在域外傳播的分流成果。
二、文化傳播爲主導：功高者入廟從祀
朝鮮朝立國繼承高麗朝行釋奠禮於文廟的儒家傳統。太祖李成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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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池斗焕《朝鮮前期文廟從祀論議———鄭夢周·權近 》，《釜大史學》第九輯，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４１—２６４ 頁。
［韓］禹景燮《宋時烈對許衡的認識與文廟黜享論》，《震檀學報》第一零六期（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３—
５８ 頁。
［韓］李羲權《東方五賢 文廟從祀小考》，《全北史學》第七輯，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０５—１２６ 頁。
［韓］ 《中宗代文廟從祀論議 朝鮮道統 形成》，《史學研究》第八十五號（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９—７６ 頁。
位首年（１３９２）八月丁已日已“命藝文春秋館大學士閔霽，釋奠於文廟”①，
但當時的文廟仍然設立在舊都開城府，新都漢陽的文廟是朝鮮遷都後翌年
才開始營建，即太祖四年（１３９５），之後施工數年，因爲定宗李芳果決定重返
舊都開城，因而耽誤了新都文廟營建的進度，直至太宗李芳遠在位之第五
年（１４０５）遷回漢陽並重新營建，真正屬於朝鮮國都的文廟在太宗七年
（１４０７）三月二十一日才正式竣工。文廟落成以後，廟内一切設施也隨之展
開籌建，準備釋奠禮儀的舉行。當時禮曹的首要任務是認識和處理文廟内
的儒家奉祀人物、神位製造和釋奠儀式等制度内容。
李氏朝鮮以“儒道立國”自居，凡禮儀制度一依中國，這在太宗時期文
廟制度的規模上可見一斑。文廟建成後的同年 ６ 月，禮曹“奉安文宣王及
四配神位於文廟，十哲則東西翼室，歷代從祀諸賢，列於東西廡”②。在奉祀
人物的陳設上，文廟大成殿内主祀孔子，以四配配祀，而十哲、孔門弟子和
歷代賢儒從祀，分别在殿外東西側室和兩廡從祀。太宗遵從中國制建造朝
鮮文廟，對於自中國歸來大臣的獻議，他都能言聽計從。太宗四年（１４０４）
二月，河崙獻議：
陞郕國公曾子、沂國公子思於先聖配位。初，曾子在十哲之位，子
思在從祀之列。左政丞河崙奉使入朝，得二子圖像而來，獻議塑像陞
於配位，又塑子張像，列於十哲。③
朝鮮使者傳入中國文廟規模，使曾子、子思從十哲和從祀之位升入大成殿
配祀孔子，此變動由文化傳播者倡議，決定了朝鮮文廟内奉祀人物的升降
進黜。類似的例子，見於禮曹參議許稠入訪孔子故居闕里，歸國後向太宗
的兩次獻議。太宗十一年（１４１１），許稠啓曰：“臣嘗朝上國，過闕里見釋奠
儀，與今國家所用之儀，互有同異，請加考證。”④於是太宗授命其詳細制定
釋奠儀，此爲一例。翌年，許稠因出訪闕里時途經州縣，獲悉揚雄黜退，董
仲舒和許衡入廟從祀的變動，遂向太宗獻議“乞從中國之制”，進黜朝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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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録》，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 １９６８ 年版，第 １ 册，第 ２６ 頁。太祖
元年（１３９２），八月八日。
太宗七年（１４０７），五月六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第 ３９３ 頁。
太宗四年（１４０４），二月六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第 ２８８ 頁。
太宗十一年（１４１１），四月二十七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第 ５８０ 頁。
廟内的從祀人物：
臣入闕里謁先聖，問諸教授官蔡平曰：“所過州縣之學，皆有董仲
舒，無揚雄，何也？”答曰：“建文年間，禮官獻議，以董子代雄，雄爲莽大
夫故也。”又問曰：“許魯齋從仕［祀］，始於何代？”答曰：“始於元朝。”
乞從中國之制，以董、許從祀兩廡，勿幷祀揚雄。①
明惠帝建文年間，朝中禮官以董仲舒替代揚雄從祀之位，原因是揚雄投效
王莽，背負不忠不節的惡名，定當降退其位，而新進入廟的許衡在元代已經
開始從祀，也需效尤。太宗在位年間命許稠撰寫《吉禮》儀式，以反映成均
館文廟奉祀人物位次，此文後來載於《世宗實録·五禮》的《吉禮序例·神
位》篇中，該篇已反映了董、許二人已列入從祀之位，這説明了太宗再次采
納許稠的獻議，遵循中國文廟當時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變動。
事實上，歷代操控朝鮮半島命脈的政權，多能審時度勢，跟隨中原政權
的交替改變文廟制度内容。根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聖德王於其十六年
遣使入唐，“大監守忠迴獻文宣王十哲士、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大學”②。至
高麗肅宗以後，文廟仿照元代改用塑像代替新羅時期的畫像，以祭祀先聖
儒賢，但在朝鮮立國以後，奉祀塑像的傳統没有延續下來；太宗時，禮曹因
文廟“位板之式，古無其文”爲理由，遂參照明代《洪武禮制》的規式，使用木
主代替高麗沿用的塑像。太宗九年（１４０９），禮曹禀告文宣王、四配位、十哲
位板規式：
按《洪武禮制》：社稷壇神牌，身高二尺二寸，闊四寸五分，厚九
分；座高四寸五分，闊八寸五分，厚四寸五分。……文宣王位板，乞依
社稷壇神位板規式製造。四配位板，身高二尺，闊四寸三分，厚八分；
十哲位板，身高一尺八寸，闊四寸一分，厚七分。座高闊厚皆同，依此
差等製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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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十二（１４１２），六月六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第 ６３８ 頁。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八，《新羅本紀第八·聖德王十六年》條，漢城：亞細亞文化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０９ 頁。
太宗九年（１４０９），七月七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第 ４９７ 頁。
朝鮮時期，平壤府、開城府文廟仍然保留着前朝奉祀塑像的傳統；朝鮮成宗
十一年（１４８０），承政院曾議論在成均館大成殿内用塑像奉祀，但在衆大臣
都不欲重返“元法”的前提下，最终不獲接納。左承旨蔡壽曰：“文廟用塑像
自元朝始，意謂塑像出於胡俗，而高麗又從而效之也。”①在畫像、塑像至木
主的演變歷程上，中國之制爲朝鮮文廟帶來了深遠影響，在朝鮮半島上留
下了深刻痕跡。
以上所見，包括文廟内的奉祀人物，以及當時的一切禮儀制度，它們都
是文化傳播者長期以來積累的成果，作爲宣揚儒家文化的物質形式，除此
以外，文化接受者所要認識和理解的，還有儒者對廟中儒家先聖先師的一
份崇高敬仰的深情。自鄭道傳爲朝鮮太祖撰寫《朝鮮經國典》，奠下文廟爲
“百王以之爲儀範，萬世以之爲師表”，“以致尊師重道之意”後，孔子的地位
舉足輕重，深爲朝鮮儒者推崇。然而，這不是理所當然的。《朝鮮王朝實
録》太宗朝十四年記載：
上曰：“孔子非君，何拜也？”吏曹判書韓尚敬對曰：“孔子雖不得
位，實爲萬世百王之師，是以有拜。”上曰：“文武不可偏廢也。國家只
祀孔聖，不祀武成王何也？”刑曹參議權遇對曰：“先儒議之曰：‘孔子百
世之師也。等而祀之，則太公如有神，必有愧矣。’”②
在祖宗遺訓的指導下，太宗的質疑難免令人感到有“明知故問”的意圖，因
孔子素王無位，却是百世師表，一直以來備受敬拜已是世所共知的不爭事
實。當時吏曹大臣的回應毫不婉轉，在語辭上還含有嘲諷的意味，他不懼
怕觸犯國君威嚴，直言孔子與成王等級不同，是以二人不能並祭。從太宗
與大臣的言論可見，面對外來文化的輸入，儘管文化接受者樂於接受，兼且
已取得群體的一致認識，但是，他們對外來文化的詮釋和創造會因應現實
環境的需要而作出變化，不能够保證其與文化輸出者具備一致的理解。事
實上，太宗所以有奉祀周成王的建議，實際目的是爲了倡導文武兼備的治
國精神，也爲其始創武科取試的原因下注脚。
文廟祭祀賦予孔子唯一主祀者身份，其地位歷代不變，但廟内配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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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十一年（１４８０），八月二十九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０ 册，第 １５９ 頁。
太宗十四年（１４１４），七月十一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２ 册，第 ２７ 頁。
從祀的人選，仍容許有增減黜退的改變，爲文化接受者提供重新詮釋和創
造的空間；實際上，高麗朝已將新羅時期的崔致遠、薛聰和本朝安珦入廟從
祀，反映出文廟祭祀在朝鮮半島已出現了本土化的勢頭。朝代交替，朝鮮
朝在延續高麗朝所增選的奉祀人物的同時，已遵行前朝入廟從祀的門檻，
試圖審議合適的人選，爲確立朝鮮半島自身文化主體性開啓了契機。太宗
九年（１４０９），司憲府上時務：
我東方禮樂、刑政、典章、文物，擬諸華夏而無愧者，雖本於箕子之
化，亦由道德文章之臣，笙鏞治道，黼黻王化而然也。故我東方文臣之
有功於聖教，有補於治道者，使之配享文廟，以示褒崇之典，文昌侯崔
致遠與薛聰、安珦是已。自是以後，以至我朝，其文臣之有道德功業
者，豈無過於安、薛諸公者乎？然無一配享者，一欠也。願命都堂，將
前朝以至我朝，其文臣之可配文廟者，表而出之，以舉配享之典，垂法
後世。①
高麗尊稱佛教爲國家宗教，國君尚能重視文廟從祀的參與，使崔致遠、薛聰
和安珦三人躋身文廟從祀之例，而朝鮮朝以“儒道設教”自居，對此更是責
無旁貸，加上兩朝儒學人才濟濟，弘揚儒道之士多不勝數，不乏合適從祀文
廟的人選。因此，太宗聽從司憲府提議，甄選高麗、朝鮮兩朝功高者從祀
文廟。
此外，太宗朝認爲從祀文廟者必須“有功於聖教，有補於治道者”，重視
對先儒在功業上的衡量。朝鮮立國初年所頒定的《朝鮮經國典》記載②，文
廟從祀與宗廟、諸神等祭祀，祭祀對象不同，而它們皆以報本尚功爲祭祀目
的，在祭祀動機上接近。但從崔致遠、薛聰和安珦三人生平觀之，所謂以崇
尚事功作爲入廟從祀的標準，是專指在文化傳播上的貢獻而言，這與宗廟、
諸神祭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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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九年（１４０９），三月十九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第 ４７７ 頁。
《朝鮮經國典上·宗廟》記載：“王者受命開國，必立宗廟以奉其先，蓋報本追遠，厚之道也。其
有功德者，祖而宗之，以爲不遷之主。”此外，《朝鮮經國典上·諸神祀典》記載：“凡載祀典者，皆
有功德於民，不可不報者也。其祀山川之神，以其興雲雨滋五穀，足民食者也。其祀山川之神，
以其得時行道，康濟斯民，立法垂訓，昭示後世，故皆載之祀典，以爲常祭。”鄭道傳《三峰集》，載
《韓國文集叢刊》，漢城：韓國文集叢刊編委會 ２００３ 年版，卷七，第 ４２６—４２７ 頁。
一、崔致遠爲新羅人，於新羅景文王八年（８６８）入唐，時爲十二歲，留
唐十七年歸國，以文學著名，爲新羅國王制作表狀及碑傳、頌贊、詩賦之
作①。《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著作有《四六》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②。
高麗朝重視辭賦文章，以其文章卓絶，有功於詩文，故在高麗顯宗十一年
（１０２０），使之從祀文廟③。
二、薛聰爲新羅人，“生知道，待以方言讀‘九經’，訓導學生，至今學者
宗之”④。又，《代慶州儒生請賜額西岳書院疏》記載：“夫薛聰以方言解‘九
經’，教導後生，至今學者師宗之，宜其爲我東經學之祖。”⑤“方言”所指的
是“吏讀”，又名“吏道”或“吏吐”，是朝鮮世宗在 １４４６ 年創制“訓民正音”
之前，古代朝鮮用漢字所組成的一套音節符號。薛聰始用“吏讀”解釋儒家
“九經”，起到普及儒家文化的作用，因此，高麗顯宗十三年（１０２２）奉之從祀
文廟⑥。
三、安珦爲高麗人，根據《高麗史》記載高麗朝忠烈王三十年（１３０４），
安珦出錢養宫中儒士，“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
像，並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⑦。安珦有功於儒家文獻和禮樂器
具的傳播，又在境内捐贈金錢，教育人才，是以高麗忠肅王六年（１３１９）奉之
入廟從祀⑧。
三、傳道者的身份認同：傳道者入廟從祀
太宗時司憲府建議朝鮮賢儒入廟的强烈訴求，是文化接受者自我意識
的一種體現，是他們充分掌握文化知識後，嘗試跨越文化接受者身份的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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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列傳第六·崔致遠》條，第 ４６６—４６８ 頁。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版，卷六十，第 ５ 册，第 １６１７ 頁。
［韓］洪鳳漢《東國文獻備考》，漢城：明文堂 １９８１ 年版，《學校考一》卷二百零二，下册，
第 ３５５ 頁。
《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列傳第六·薛聰》條，第 ４６８—４６９ 頁。
［韓］鄭克後《代慶州儒生請賜額西岳書院疏》，《雙峰先生文集·疏》，《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漢
城：景仁文化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２３４ 册，卷二，第 ２８５ 頁。
《東國文獻備考》，《學校考一》卷二百零二，下册，第 ３５５ 頁。
鄭麟趾《高麗史》，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史部”第 １６１ 册，第
６２９ 頁。
《東國文獻備考》，《學校考一》卷二百零二，下册，第 ３５９ 頁。
籬，從溯源朝鮮半島文廟從祀的演變歷程中，認識並探索自身民族在這外
來文化中的存在屬性和身份特質，藉著文化參與領悟文廟奉祀的根本意
義，繼而從其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出發，創造本土儒學的從祀標準，發掘當前
朝鮮文廟從祀文化的獨有個性。
自太宗九年（１４０６）司憲府提出選拔賢儒從祀的方案，直至燕山居
（１４９４—１５０６）爲止，經過八朝君臣的商議，歷時百年的尋覓，朝鮮中央各部
衙門依然没法在前朝或本朝之中挑選出一位具備從祀條件的賢儒。雖然，
議論未能取得實質的成果，但在朝鮮君臣和大臣之間的長期討論下，各方
代表已在入廟從祀的原則上達到共識：他們由個别考量朝鮮先儒的政績大
業，以報功崇儒爲標準，決定入廟從祀的人選，轉向至探索本土儒學的師承
溯源，建立與中國並行的自身的傳道系譜，續以繼承儒家正統自居，藉此爲
朝鮮傳道者創造入廟從祀的資格。
自世宗接下太宗君位，歷經世祖、成宗三朝，朝野一直議論開國功臣權
近應否列入文廟從祀。世宗元年（１４１９）八月，司諫院左司諫大夫鄭守弘等
上疏，以權近“大有功於斯文者”爲理由①，獻議權近從祀文廟；同年九月至
十月間，京城議政府、六曹官衙討論崔冲、河崙二人是否可連同權近入廟從
祀，但議論最終未能取得結果。事隔十四年，權近弟子金泮重提舊議②，於
世宗十五年（１４３３）上書，請六曹及儀禮詳定所擬議本朝權近及高麗朝李齊
賢、李穡從祀文廟：
凡有功於聖道者，祀之。從祀之典始於漢永平十五年，而祀先聖
從以七十二弟子；至唐貞觀二十年，詔以歷代名儒，並令配享；宋理宗
朝增以程頤、程顥、張載、朱熹而列諸從祀。本朝亦以崔致遠、薛聰、安
珦，增諸從祀之後，吾東方世教尚矣。致遠、薛聰、安珦之後，唯吾益齋
李齊賢唱鳴道學，牧隱李穡實傳正印，臣師陽村權近獨得其宗，而近之
學之源出於穡，穡之學之正出於齊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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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守弘上疏曰：“竊觀歷代以來，凡有功於斯文者，率皆從祀文廟。我朝文忠公權近以純粹之資，
窮性理之學，作《入學圖》，以開後學入道之門；著《淺見録》，以發先儒未盡之藴，繼往開來，功莫
大焉。”世宗元年（１４１９），八月六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２ 册，第 ３３０ 頁。
金泮“字詞源，號松亭，江西人。受業於陽村權近，精於經學。”［韓］安鍾和《國朝人物志》，漢
城：明文堂 １９８３ 年版，上册，第 ７２ 頁。
世宗十五年（１４３３），二月九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３ 册，第 ４４２ 頁。
之前，崔致遠、薛聰和安珦等先儒能够在儒學文化傳播上作出貢獻，取
得事功，已有入廟從祀的資格，然而，分析金泮所説的内容，單憑事功已不
足以入廟從祀。崔致遠、薛聰和安珦有功於中華文化的傳播，他們是文化
的傳播者；李齊賢、李穡和權近有功於東國道學正統的傳承，以繼承道統正
宗爲己任，他們的身份是傳道者。因此，前後兩組先儒的從祀條件顯然不
同。金泮宣揚李齊賢三人“唱鳴道學”、“實傳正印”和“獨得其宗”的正統
傳承關係，這是對於他們作爲傳道者的一種身份認同，之後這些言論在權
近入廟從祀的議論中，成爲儒生申辯的有力憑證。世宗十八年（１４３６）五
月，成均館生員金日孜等上言，褒賞李齊賢“推明道學之正，開示性命之
理”；李穡“討論經籍之藴，妙契程、朱之志”，“窮身心性命之源，宗師道而不
惑於異端”；權近“其所以沿洙、泗，遡濂、洛，而澤潤生民者至矣”。三人繼
承了宋代理學的餘緒，延續了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和朱熹的道學
正統，所以金日孜續有“性命之理明於天下者，孔、孟之功也。孔、孟之道行
於東方者，三子之功也”①的評論。
從東國道學傳承方面考量，朝鮮儒者在文廟從祀準則上似乎已獲得了
一些頭緒，但在延續半個世紀的議論中，成均館文廟依然没法增祀一位朝
鮮先儒木主，至世祖二年（１４５６），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上疏曰：“中國之配
享者果皆如孔、孟、程、朱乎？東方之士皆不可如中國人乎？”②他認爲朝鮮
先儒足以配享先聖，原因是彼此俱共同傳授道學正統，當中不存在民族的
差異，但這零星的控訴只换來世祖口頭接納的回應，提議没有具體落實，更
由於後來成宗懷疑李賢齊、李穡二人傳道不純，雜染佛學，徹底結束了二人
連同權近入廟從祀的議論。成宗八年（１４７７），右承旨任士洪啓曰：“‘夢周
則誠無間，然未知齊賢之學，果純正否。穡近多有議之者矣。’上曰：‘李穡，
侫佛者也，安可入文廟乎？’”③李賢齊三人最終未能入廟從祀的原因，是由
於朝鮮君臣期望從祀者必須是能够繼承儒家正統的人選，藉此表明東國道
統的正統，並爲朝鮮朝建立起入廟從祀的標準。
成宗時東國道統意識有日漸增强的趨勢，這體現在地方文廟的從祀人
數上。朝鮮朝各地鄉校皆設置文廟，包括全國州、府、郡、縣的地方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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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十八年（１４３６），五月十二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３ 册，第 ６７６ 頁。
世祖二年（１４５６），三月二十八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７ 册，第 １２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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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而行政級别越低的地方，鄉校文廟奉祀的人數也越少。成宗十六年
（１４８５）七月，議政府議論崔致遠、薛聰和安珦三人遷入縣學文廟大成殿内
配享：
禮曹啓：“儀禮詳定内州縣之學，免祭兩廡諸位，縣學幷免殿上十
位，唯開城府及諸道界首官徧祭兩廡諸位。”……但薛聰始作吏讀，崔
致遠始以文章著，安珦入奴婢於國學，雖於我國有功，其於道統之傳不
可與程、朱比倫。與享兩廡於禮亦優，配祀大成殿，恐爲過制。……傳
曰：“崔致遠、薛聰、安珦固不及周濂溪等道統之傳，宜若只祀國
學。……”都承旨權健等議：“薛聰等雖於我國有功，豈可比擬於濂溪、
程、朱傳道之功耶？”……副提學安處良等議：“薛聰等雖有功於國學，
非濂溪、程、朱之比。止於界首官有兩廡處從祀爲便。”①
成宗時開城府及八道界首官②徧祭兩廡，孔門弟子、中國賢儒及朝鮮崔致
遠、薛聰和安珦三人從祀，此與成均館文廟相同。州、府、郡鄉校文廟罷祀
兩廡先賢，而把周敦頤、程頤、薛聰、安珦遷入大成殿東面西向，並置程顥、
朱熹和崔致遠西面東向；而在縣級的地方行政單位上，議政府認爲縣學文
廟不需要跟從州、府、郡鄉校的陳設變遷，不必把崔致遠、薛聰和安珦三人
遷入大成殿從祀，因爲他們僅有功於文化傳播，實在不能與宋儒傳道之功
相比。議政府這次頒令具有重要意義，既是區别了朝鮮本土文化傳播者和
傳道者的身份差異，確立了文廟從祀的資格，同時又把崔致遠等三人拒於
東國道統正宗之外，爲自身儒道系譜的形成確立門檻。
四、東國道學系譜的確立：傳道學脈的旁支
傳道系譜是通過師承淵源的探索，從認同個别傳道者的身份，溯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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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十六年（１４８５），七月十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１ 册，第 ４１ 頁。
朝鮮太祖二年劃定各道界首官：慶尚道包括鷄林、安東、尚州、晋州、金海、京山；全羅道包括完
山、羅州、光州；楊廣道包括廣州、忠州、清州、公州、水原、交州；江陵道包括原州、淮陽、春州、江
陵、三陟；西海道包括黄州、海州；京畿左道包括漢陽、鐵原；右道包括延安、富平。太祖二年
（１３９３），十一月十二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 册。
與自己有著一脈相承的傳道者，在共同持有和標榜自身或自身一派的道學
正統之餘，堅守儒家所賦予的價值觀，並履行傳道及弘道的使命。由於文
廟從祀的準則由儒家道統傳承決定，躋身道統行列的先儒，自然是傳道系
譜中的一分子，冠有道學正統的地位，因此，傳道系譜也就是入廟從祀者的
人物名録，被寫入系譜的先儒便獲得從祀的身份，這是宣宗下令朝中大臣
撰寫《國朝儒先録》的原因，以爲東國道學的正統建立起官方所制定的
系譜。
成宗以後，歷經燕山君十二年亂政，朝鮮朝先後發生了“戊午史禍”
（１４９７）和“甲子士禍”（１５０４），不少儒生被廢黜或處死，對朝鮮儒學的發展
造成了很大禍害。中宗即位後決意重振儒風，主張道學政治，重修成均館，
召回被流配的儒生，以改燕山時的歪風。中宗重視性理之學，朝中大臣亦
因時導勢，乘勢上疏奏請從祀鄭夢周和金宏弼。中宗十二年（１５１７），成均
生員權磌等曰：
惟我東方……廼生儒宗鄭夢周於麗季，硏窮性理，學海淵博，默會
奥旨，暗合先儒。忠孝大節，聳動當世，制喪立廟，一依《家禮》。文物、
儀章皆其更定，建學設校，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已。
比學周、程，誠亦有級；比功周、程，殆有同焉。……然其以道自任，隱
然遠紹夢周之緖，深究濂、洛之源者，有若金宏弼其人也。……伏惟殿
下，廓容光之明，決乾剛之斷，涣發玉音，特賜允可，使夢周、宏弼得從
祀文廟，明東方萬世道學之重，而庶斯民知有所宗也，斯道幸甚，士林
幸甚。①
鄭夢周是生活在高麗末年的理學大儒，在兩朝交替之間，被朝鮮太宗李芳
遠撃殺；金宏弼是燕山君時期的儒生，因捲入老師金宗直的政治迫害，於
“戊午史禍”中招致殺身之禍。最初，成均館儒生的原意是獨舉金宏弼入廟
從祀，因當時中宗朝金宏弼門人甚衆，尤其中宗近臣趙光祖是其門人，俱協
力推薦，而鄭夢周只是兼舉而已②。但爲避免包藏私心之嫌，儒生當時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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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宗十二年（１５１７），八月七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５ 册，第 ３０８ 頁。
“初，生員安處謙、安珽等入館中，首以鄭夢周、金宏弼從祀事倡之……其意乃在從祀宏弼，藉以
樹黨，而獨舉宏弼，則人無信服者，故不得已兼舉夢周，初非爲夢周而設計也。”中宗十二年
（１５１７），八月七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５ 册，第 ３０８ 頁。
略是把鄭夢周奠定爲朝鮮半島性理學的宗師，就其道學的成就，以及傳道
和弘道的貢獻，比及宋代理學大儒，形成東國本土傳道者的師承源頭，再申
明金宏弼以傳道爲己任，遠紹鄭夢周的師承淵源，繼承程、朱的道學正統，
藉以東國傳道系譜的確立，使二人取得入廟從祀的身分。
對於成均館生員的獻議，中宗召集朝中各部衙門高層長官會議，命他
們提供意見，而中宗没有下任何決定，但他於事前顯然下了一些功夫。在
議論期間，中宗首先要求衆臣釐清東國道學的傳承，然後才考慮鄭夢周和
金宏弼二人應否入廟從祀。
上曰：“昨見太學生上疏，鄭夢周、金宏弼從祀文廟事也。可祀之
人，不入於文廟，不可；不可祀之人，祀於文廟，亦不可。東方道學不
明，故頃者亦有言之者，今太學生之疏如是，議之可也。”①
中宗提出的討論議題帶有導向性，他所關注的是以東國道學爲本位的師承
系譜。據此，衆臣的議論結果是以鄭夢周爲朝鮮理學的開創宗師②，並奉之
爲朝鮮傳道系譜的正宗，由此使他成爲朝鮮朝所選入的第一位從祀文廟的
本土先儒；至於金宏弼，因爲受到“無發揮聖經之事”的批評，因此，他當時
没有跟隨鄭夢周入廟從祀。自此以後，朝鮮傳道系譜既已確立，日後儒生
便可藉以延續鄭夢周的師承系統爲理由，於朝中向國君推薦入廟從祀的適
當人選。
中宗十二年（１５１７）八月九日，宣布鄭夢周正式從祀文廟，這不但落實
了朝鮮儒生百餘年的宿願，也標誌著東國傳道系譜今後的發展方向。宣祖
三年（１５７０）十二月一日，副提學柳希春受命撰進《國朝儒先録》。誠如柳希
春所言，此書“仿《伊洛淵源録》”，“與濂、洛、關、閩之書并傳於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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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十二年（１５１７），八月八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５ 册，第 ３０９ 頁。
在議論之中，先是檢討官奇遵曰：“吾東方理學不明，人心貿貿，而高麗之末，惟夢周挺生，爲理學
之宗，稍開其源。”之後中宗命召政府、六曹長官、臺諫、弘文館，議論鄭夢周、金宏弼從祀等事。
各人分别指出：“鄭夢周爲東方理學之祖，内建五部學堂、外設鄕校，皆其規劃。當其時，喪制大
毁而立家廟，行三年之喪，其有功於斯文大矣。”“鄭夢周，理學爲東方之祖，節義爲萬世之師，發
揮聖經，有功斯文。”“鄭夢周，窮探性理、踐履篤實，立言垂教，爲一世宗師。其論心性情之説，
無不脗合先賢，爲東方理學之祖。”之後弘文館又議：“夢周，挺生千萬世屯昏之後，開東方理學
之源，其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忠孝大節、制作施設之方，載在史籍，概可見矣，從祀文廟，斷在不
疑。”中宗十二年（１５１７），八月九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１５ 册，第 ３０９—３１０ 頁。
是表章真儒，扶植正道之盛意”。《伊洛淵源録》是朱熹記録周茂叔以下，二
程之交游及門人弟子四十六人之言行，屬於宋人談道學宗派最初的典籍。
柳希春仿照《伊洛淵源録》寫成《國朝儒先録》，這其中包涵了重要信息：
《國朝儒先録》與《伊洛淵源録》并行，其目的是爲了扶植朝鮮儒家正統的師
承淵源，其中記録了東國道統繼承者的言行。在這意義上，文化接受者通
過自我身份的認同，使儒家文化在域外傳播中取得傳衍效應，並在中國道
學正統的傳承過程中産生了學脈分流的結果。
《國朝儒先録》記録了四位朝鮮朝賢儒的言行，其中包括金宏弼、鄭汝
昌、趙光祖和李彦迪。《惺齋先生文集·雜著·題國朝儒先録後》曰：“此録
中四先生言行事蹟，真可謂吾東方道學之領袖矣。”①及後光海君元年
（１６０８），禮曹乃參照《國朝儒先録》的記録再次申明東國道學正統的傳承人
物，其指出：“自高麗鄭夢周始倡絶學，至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
迪等相繼而起，講明道義，發揮經傳。”②由此以傳道系譜中先儒人物作爲推
動道統意識的内部動力，帶動儒家文化在朝鮮本土的發展。光海君二年
（１６１０），朝中大臣申述禮曹的看法：
我太宗大王以鄭夢周陞祀文廟，而國家億萬年之基業其精神命脈
專在於此，然則儒先之表章係於理學之興廢，理學之興廢關於世道之
污隆者，有如是矣。吾東方理學之源發自文忠公鄭夢周，而厥後紹夢
周之緖者：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彦
迪、文純公李滉其人也。③
在《國朝儒先録》的撰寫過程中，已有大臣提出納入李滉的建議④；至光海君
時，君臣俱接受以此傳道系譜中的人物，作爲入廟從祀的人選，並允許李滉
連同其他四人一起配享文廟。光海君二年（１６１０）九月五日下教書，以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等“從祀於文廟東西廡。”自高麗儒臣鄭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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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韓］琴蘭秀《題國朝儒先録後》，《惺齋先生文集·雜著》，載《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漢城：景印
文化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７３２ 册，卷三，第 ９３ 頁。
光海君元年（１６０８），二月二十一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２６ 册，第 ２５ 頁。
光海君二年（１６１０），五月二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２６ 册，第 ６１５ 頁。
“時修《儒先録》。趙廷機曰：‘李滉文集當同入於四賢之中。’鄭惟一以爲不必然。”宣祖六年
（１５７３），十二月十六日。《朝鮮王朝實録》，第 ２１ 册，第 ２８４ 頁。
周爲朝鮮朝第一位入廟從祀的先儒，開創了東國道學的正統，直至宣祖期
間《國朝儒先録》成書，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繼鄭夢周入廟
從祀，在此時朝鮮傳道系譜的發展已達至一個重要里程碑。
五、結　 　 語
歷代操控朝鮮半島命脈的政權，多能審時度勢，跟隨中原政權的交替
改變文廟的制度内容。高麗王朝尊稱佛教爲國家宗教，國君尚能重視文廟
從祀的意義，奉崔致遠、薛聰和安珦三人躋身文廟從祀之例，而朝鮮王朝以
“儒道立國”自居，弘揚儒道之士多不勝數，當不乏符合從祀文廟的推薦人
選。太宗時從祀文廟的標準爲重視朝鮮先儒在文化傳播上的貢獻，這至世
宗時發生了轉變：自個别考量朝鮮先儒的功績大業，以報功崇儒爲決定入
廟從祀的標準，轉向至探索本土儒學的師承溯源，建立與中國並行的傳道
系譜，繼而以東國道學正統自居，奠立儒家傳道者與文廟從祀者的密切
聯繫。
東國道統傳承決定了文廟從祀的標準，若朝鮮先儒成爲了傳道系譜内
的一員，便能够躋身道統行列，冠有東國儒家正統的地位。因此，傳道系譜
無疑是入廟從祀的人物名録，寫在系譜中的先儒具有文廟從祀的資格。隨
著鄭夢周入廟從祀，確立了東國道學的源頭，日後朝鮮儒生便藉以延續鄭
夢周的師承系譜，推薦先儒入廟從祀。這反映在儒家文化的傳播上，即爲：
基於文化接受者自我身份的認同，産生了文化傳播的傳衍效應，致使在中
國道學的正統師承中産生了學脈分流的並行結果。
（作者單位：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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